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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健康中国发展战略视域下，基于我国公共卫生面临的重大发展机遇与挑战，为健全新时期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进行发展策略研究与前瞻性对策思考。提出：创新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二元结构框架，构建新型三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强化预防为主、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为主的公共卫生内涵建设和适应新医学模式的转变，应该成为我国新时期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要的建设与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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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Disease Preventive and Control System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Healthy China, based on the grea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public health in China, this paper made a development strategy study and forward-looking countermeasur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disease preventive and control system. We should insist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disease preventive and control system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that Innovating the dual structure framework of infectious and non-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nstructing a new three-leve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public health with prevention first, government leading and the whole society participating, adapting to the change of new med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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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末50年间，以省、地（市）、县（区）防疫站为主体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体系成功构建并在重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就。2003年以来，为了适应新时期公共卫生发展的需要，我国又开展了以建立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体系、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体系、卫生监督管理体系和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为核心的改革、探索与实践，逐步强化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职能，着力开展了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代表的“网底”建设并取得成效，但体系的建设仍不完善。
2019年至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和流行，给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带来了严峻考验。在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制度优越性、公共卫生体系有效性的同时，也凸显了健全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020年9月，习近平在《求是》发表文章明确指出，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看，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特大疫情面前，暴露出能力不强、机制不活、动力不足、防治结合不紧密等问题。要优化完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能设置，健全疾控体系，建立上下联动的分工协作机制。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方向是立足更精准更有效地防，在理顺体制机制、明确功能定位、提升专业能力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1]。
因此，新时期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设与发展面临重大的机遇与挑战。本文试图在健康中国发展战略视域下，从建设与发展策略的视角研究和思考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构建中的几个问题。

一、创新疾病预防控制二元结构框架体系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与发展的一个首要的问题是结构框架的科学构建，而科学构建的重要依据是它面临的公共卫生主要任务。
从新时期我国公共卫生面临的主要任务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包括日常防治）和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包括应急处置）将长期并重共存[2]。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传染病这二类疾病在病因、发病机制、传播方式、流行特点、防治方法以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防控措施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决定了它们在平时和应急处置时的工作内容、方式、体制、机制、决策管理乃至人才需求、财物投入、组织管理等各方面明显不同，使得目前我国现行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单一的工作体制与机制实际上常常难以同时满足诸如传染性疾病的应急处置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的需要。
我们认为，构建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二元结构框架体系可以是一种科学、高效和可行的模式。即：以我国各级传染病专科防治院为基础，纳入传染病防控专业人员，全面实现医防融合，构建传染病预防控制体系，其基本功能定位是急慢性传染性疾病的监测、预警、诊断、预防、治疗，包括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以我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基础，依托各级医疗机构，通过医防协作，构建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其基本功能定位是疾病的监测与检测、信息收集与分析、评估、预警、干预、预防与控制，包括非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等。
在二元体系构建发展过程中，协调发展问题是个重要但有十分复杂的问题。总体上讲，协调发展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体系间的协调，如机构、人员资源的整合、机构的功能定位与职能分工等；二是体系内的协调发展，如医防机构的融合与管理、专业人员的职能分工与定位、个体预防与群体预防的合作等。在完善相应法规和制定相应政策基础上，在体系间实现责权利的相对独立和并行管理；在体系内，实行信息采集、申报等的垂直管理与疾病监测、防治等的横向管理、体系内应急处置与日常工作的分工协调管理等。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立新的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康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显然，新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构建时强调优质、高效、整合三个关键词。二元体系新模式的构建，应凸显三项建设工作，即加强服务能力建设、强化医防融合、促进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整合。从这个视角看，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与运行机制改革与创新还面临众多新的机遇与挑战，医防融合就是一个新问题。从医防合作转变为医防融合。防治结合一直以来是我国公共卫生实践的主要方式之一，大多数情况下，防与治是一种协作或合作关系，分属不同的机构，具不同的行业属性，尤其是医疗机构对公共卫生工作缺乏主观能动性。提高疾病防治效率，医防融合可能是新型二元体系模式值得考虑的发展方向之一。
二、构建我国新型三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健全以国家、省、市、县四级疾控中心和各类专科疾病防治机构为骨干，医疗机构为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军民融合、防治结合的疾控体系[1]。
基于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发展现状和新时期我国公共卫生面临的主要挑战，我们应着力完善我国新型三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设，即国家一级机构体系、省地县二级机构体系和社区三级（网底）机构体系。
（一）一级机构体系：在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基础上分设或下设传染病和非传染病二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强化职能。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可设若干个区域中心，以强化国家一级的管控能力。
（二）二级机构体系：在原省、地（市）、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传染病专科医院基础上，重构二级非传染病和传染病预防控制中心。实施省地县三级机构一体化整合（暂定为“疾控共同体”）。
实施省地县三级机构一体化整合后，其总体职能定位发展策略是：在政府领导下，研究制定区域疾控工作规划与政策，实施监督与管理，组织实施区域疾控工作、业务指导与支持，开展科学研究与培训等。二元体系间分工明确，而体系内的省地（市）县三个层级的职能定位发展和完善。数十年来形成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运行体系与机制在既往的传染病防治中卓有成效，但面对新的公共卫生任务（尤其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时，仍然需要改革与创新。此外，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的医防融合问题，包括机构、人员重组，体制、机制融合，运行、管理统一，经济、社会效益统筹等，需要未已筹谋。

（三）三级机构体系：以社区（包括农村社区，即乡镇卫生院）卫生服务中心为主体，构建新型三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即疾病预防控制网的“网底”。三级机构体系（即网底）的建设应该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1.加强对“网底”的充分认识。1997年中央卫生工作会议确定在我国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后，实施社区卫生服务，已成为我国基本的卫生国策。20余年的建设与发展，城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构成了我国基层医药卫生机构体系。然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网底”的角色与功能却并未被充分认识。因此，应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加强宣传教育，促进各级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乃至于全社会都有充分的认识。
2.明确“网底”功能定位。从本次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看，城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群防群治、健康教育、密切接触者筛查随访、居家隔离与医学观察乃至于疫苗接种等中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主要的“网底”的功能定位并不明确，尽管实际上它们已经承担了疫苗接种、慢病管理、健康教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应明确它们的功能定位与职能，同时，又应清理和避免非职能性一般行政性事务。
3.着力“网底”能力建设。基于全科医学理论指导、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医药卫生服务而建立的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其疾病预防控制的能力与水平亟待提升，包括预防医学人才队伍的建设等。这是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网底”建设的重要一环。
三、 强化公共卫生内涵建设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要强化公共卫生内涵建设，这是疾控体系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基于公共卫生的概念与内涵[3]，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设需着力以下工作：
（一）强化预防为主发展战略的内涵建设。实现公共卫生目标的基本方针是预防为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有效运行的永恒主题是预防为主。
  上医治未病，预防为主既是公共卫生的重要内涵，又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公共卫生的根本发展战略。因此，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设与发展重在内涵的建设、体制机制的建设和制度保障的建设，以下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管理体系改革为例。
防患于未然是公共卫生内涵的本质要求。虽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确定性大，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多，具有时间的突发性、空间的群体性、危害的严重性等特点[4]，但预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始终是根本目标，且是可期的。故应该明确减少或杜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目标和考核，如对于传染病，应当把减少疫情的发生、发生的规模、发生的强度等作为建设和考核的目标。因此，凸显预防为主的内涵建设，应从应急处置为主转变为以预防管理为核心，即工作重心前移，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除了加强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外，应更加重视从日常综合监测到现场干预等事前处置能力建设与水平的提高，包括人员、资金的投入、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险因素或影响因素的预防与控制等；应充分认识预防为主发展战略的意义和作用，把预防目标确定为政府而不仅仅是卫生机构的业绩考核目标之一，包括年度目标和中长期目标等；应大幅提升如综合监测、信息收集与管理、风险评估、预警分析、干预的措施、组织与实施等的能力与水平，包括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5]；应完善“预防为主”的制度保障，需要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律、规章和建立科学的体制机制予以有效保证。
（二）强化政府主导责任的建设。实现公共卫生目标的重要保障就是政府的领导，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有效运行的前提是政府的主导。
《渥太华宪章》（1986）把新公共卫生定义为：在政府的领导下, 在社会的水平上, 保护人民远离疾病和促进人民健康的所有活动。健康的基本条件是和平、住房、教育、食品、收入、稳定的生态环境、可持续的资源、社会的公正与平等[3]。因此，要进一步明确政府的主导责任，才可能保障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构建与有效运行，才可能保障公共卫生作为公共产品受益于每一个人。      
（三）强化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的制度建设。实现公共卫生目标的根本途径就是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有效运行的基础还在于有效的社会组织与动员。
一直以来，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政府卫生部门、卫生机构和卫生专业人员以外的政府其他部门、组织、机构以及民众在疾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中缺乏主观能动性。新体系应有效组织和动员社会共同参与到疾病（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与控制这一系统工程中来，这需要有相应的政策、法规予以保障。如通过制定政策，让学校等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开展青少年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通过政府引导，在日常或应急处置的消杀等一般性技术工作中让市场共同参与而不仅仅依赖卫生专业队伍。
四、 适应新医学模式的转变
医学模式的转变，实际上也是医学发生发展规律的概括，是医学科学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因此，适应新医学模式的转变，是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与发展得以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医学模式的转变已被人们熟知，新的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等多维医学模式已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控制等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样，它也应该成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科学发展的基础[6]。医学模式的转变，带来了很多启示，其中尤为重要的是：
（一）医学模式的转变，是一种客观的必然，它要求我们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中给予充分认识和科学把握。如体系建设中（包括机构的设置、人才的培养等）除生物医学外，环境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科学等的共同参与同样重要[7]。 
（二）医学模式的转变，要求我们在疾病的预防与控制等公共卫生工作中，充分认识到除生物因素外，社会的、心理的、行为的、环境的等各种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中交织存在，交互作用。因此，疾病预防与控制只能通过多级的、综合的手段和途径才能实现。如心理干预研究、社会公众的健康教育、管理制度的健全[8]、法律法规的建立等。 
（三）从医学模式转变来看，无疑要重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在高度重视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同时，要注意到我国在较长时期内要解决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主要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及其预防与控制。非传染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环境污染中毒、食物化学性中毒、职业性急性中毒、核辐射污染等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9]）的预防与控制也必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我国现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正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与挑战，在健康中国发展战略指引下，在政府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努力，以构建新型的二元三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为保障，以预防为主为导向，深化公共卫生内涵建设，适应新医学模式转变，着力“网底”疾病预防控制水平与实践能力的提高，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必将迈入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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